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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第51条确立了董事会催缴出资制度，但“负有责任的董事”的认定标准与“承

担赔偿责任”的具体规则尚不明确。董事催缴责任主体须以职责要件、行为要件和过错要件的框架进行

个别化识别，排除以形式身份替代实质判断的归责模式，并根据任期、职务类型及身份关联作差异化认

定。董事催缴责任具有独立于股东出资义务的外部属性与基于董事会集体决策机制的内部共同性。在责

任形态上，按份责任存在救济局限，全额连带责任又有过罚失度之弊，比例连带责任更契合复数董事共

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结构。比例份额的确定应综合考量职务位阶、过错形态与专业背景三项因素。异议董

事免责与商业判断规则则构成责任成立与范围限缩的重要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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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51 of the 2023 revised Company Law establishes a board capital call regime, yet the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directors bearing liability” and the specific rules governing their “assumption of compen-
satory liability” remain unclear. The subjects of directors’ capital call liability should be identified 
individually through a framework comprising duty, conduct, and fault elements, rejecting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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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utation model that substitutes formal status for substantive inquiry, and applying differentiated 
treatment based on tenure, position type, and identity relationships. A director’s capital call liability 
possesses both an external character independent of shareholders’ capital contribution obligations 
and an internal commonality rooted in the board’s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As to the 
form of liability, several liability suffers from remedial limitations, while full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risks disproportionality. Proportional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better accords with a joint-yet-differ-
entiated liability structure among multiple directors. The apportionment of proportional shares 
should comprehensively weigh three factors: hierarchical rank within the board, degree of fault, and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Dissenting-director exemptions and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serve as 
important boundaries for both establishing liability and limiting its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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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资本是公司开展经营活动的物质基础，亦是公司信誉的实质担保”[1]。2023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2023 年《公司法》)第 51 条 1以立法形式确立了董事会催缴出资制度，将董事催缴

义务扩展至资本设立阶段。该条已初步完成从义务设定到责任配置的基本架构，即明确董事会负有核查与

催缴义务，并规定未及时履行前述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应承担赔偿责任。然而，条

文对于“负有责任的董事”如何认定，以及“承担赔偿责任”的具体规则，并未提供明确的操作指引。 
司法实践层面，作为董事催缴出资制度的代表性案例，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胡某某损

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以下简称深圳斯曼特案)集中反映了该问题的复杂性。该案历经一审、二审、第一

次再审、检察机关抗诉、第二次再审等多轮程序，判决结果从全体无责任、全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再到

部分董事根据过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裁判分歧显著。 
第一次再审判决以“六人均为董事会成员”为由，把全体董事纳入责任范围，判决六名董事连带赔

偿股东欠缴出资的全部损失 2。此种以形式身份替代实质审查的归责方式，有违过责相当与精准问责的基

本原则。第二次再审对此有所推进，明确“董事的催缴义务与股东的出资义务性质不同”，肯定了董事

催缴责任的独立性，并以任期切割区分两届董事，区分“有能力催缴而未作为”与“无能力催缴的合理

不作为”，判定第一届董事“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对于复数董事之间究应采按份责任、连带责任抑或

其他责任结构，判决仍未充分展开。 
现有研究虽已就董事催缴出资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义务属性及责任性质作出一定探讨，但对于“负

有责任的董事”如何认定以及“承担赔偿责任”如何具体构造，仍缺乏系统且可操作的解释。有必要站

在 2023 年《公司法》第 51 条的基础上，结合深圳斯曼特案的裁判演变，对上述两项问题展开解释论分

析，提供可操作方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一条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董事会应当对股东的出资情况进行核查，发现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

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的，应当由公司向该股东发出书面催缴书，催缴出资。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

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参见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胡秋生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 366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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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负有责任的董事”的认定标准 

要确定董事催缴责任，首先要回答责任主体是谁的问题。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2023 年《公司法》

第 51 条中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并非对全体董事的当然指认，而是须结合董事职责分工、具体行为及

主观过错综合判断的概念[2]。责任主体的识别应否定以形式身份替代实质判断的归责模式，采递进式方

法，以职责要件、行为要件和过错要件为基本框架。 

2.1. 形式身份归责之否定 

1) 形式身份归责的局限性 
形式身份归责的缺陷在于其将“董事身份”等同于“责任依据”。主流的观点是把催缴义务定性为

勤勉义务的一种具体形态[3]。2023 年《公司法》第 180 条第 2 款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时应“为公司的最

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说明勤勉义务的核心在于行为是否到达合理注意标准，应以

“处于类似地位者通常应尽的合理注意”为基准[4]。深圳斯曼特案第一次再审判决六名董事均有责任，

实即以身份事实替代行为判断，把勤勉义务从一种行为标准，扭转成了纯粹的身份责任。责任认定须回

到董事具体履职过程，不能停留于“在任即担其责”的形式推定。 
形式身份归责亦无法反映董事会内部的实质差异。公司具有科层化结构，不同董事的管理权限与治

理作用力存在差异。例如：董事长或执行董事主持董事会、督导日常运营，对股东出资的了解程度与催

缴能力远高于独立董事。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时，董事长未及时召集董事会讨论催缴事宜，其不作为所

应承担的责任显然重于仅挂名的独立董事。忽视董事差异化径直认定催缴义务违反，将导致责任承担权

责不一的后果。 
2) 个人赔偿责任的正当性 
董事违反勤勉义务所产生的违信责任，通说属一般侵权责任，以过错为责任构成要件，依过错差异

化追责[5]，“既能避免责任认定一刀切导致法律适用机械化，又能实现责任追究精准化，消除管理和决

策中的懈怠或随性”[6]。董事责任本以行为威慑和损害赔偿降低代理成本，一旦过度“滑向”集体责任，

将削弱对有过错董事的责任追究，减损惩戒功能。董事应就其过错，对自身行为所致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司法实践已有在集体决策模式下依个体差异认定个人责任的案例。“彭某与中安科公司等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案”中，法院区分外部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职责标准，指出独董审核经营资料超出职责范围

应予免责，内部董事勤勉尽责标准高于独董，应承担相应责任。二审维持原判，体现出了差异化追责理念

在司法层面得到了确认 3。“李南君、江苏润圆单县地产有限公司等股东出资纠纷案”中，法院综合考量催

收仅为出资外部条件、任职时间较短等情节，“酌定由董事就股东不能缴纳的出资部分，在欠缴出资总额

的 5%以内承担补充支付责任”4。穿透集体决策的表象，按照董事个体的职权、知情程度与履职的可能性，

来分别认定责任，这已是成熟审判方法了，把它引入到催缴场景当中，在方法论上并不存在什么障碍。 

2.2. 细化“负有责任”的识别标准 

1) 职责要件 
从组织法的框架下审视，认定“负有责任的董事”须考量董事会成员的职责分工，仅对催缴事项负

有法定、章定或事实上职责的董事，才可能因未履行该职责而进入责任评价。审查时考察公司章程、内

部管理规定或任职文件，把承担着资本监管职责的董事会成员，纳入到责任主体的范围当中。兼任董事

 
3参见彭某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 74 民初 2509 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李南君、江苏润圆单县地产有限公司等股东出资纠纷案，山东省菏泽地区(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 17 民终 5266 号民事

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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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法定代表人或经理的董事，以及依委任主管某部门事务的董事，其职责涵盖对股东出资的监督核查，

构成催缴义务的主要承担群体。章程明确规定由分管财务或股东关系的董事承担相应职责的，该董事应

就催缴义务的违反承担直接责任。一般董事在缺乏明确授权或事实履职基础时，不宜就此推定其负有同

等程度的催缴义务。个别董事被章程或董事会决议排除于财务监督事项之外的，其注意义务的范围，也

应当据此加以限缩。董事会内部无明确职责分工的，以董事的专业技能、具体类型作为参考因素。 
2) 行为要件 
行为要件审查董事客观上是否存在履职瑕疵。催缴义务并不只限于向股东主张权利的这一单一阶段，

实际上是连贯的整体性义务[7]，可分为出资信息核查、作出催缴决定、实施催缴措施的三个环节，任一

环节断裂均构成履职瑕疵。 
核查系催缴义务的前置基础，未经有效核查无从启动后续程序。核查非一次性时点行为，应贯穿董

事任职期间持续进行，内容既包括股东认缴与实缴出资状况，以及公司是否丧失清偿能力、出资期限是

否届满等可能触发催缴义务的事由。 
董事经核查发现催缴事由后，应推动董事会形成催缴决定。出资期限届满股东未缴付或未足额缴纳

的，催缴事由明确，催缴决议也就比较容易作出；出资期限尚未届满但因经营需求或不能清偿债务须提

前主张出资的，应交由董事会讨论表决，以“维护公司最大利益”为标准进行商业判断，并受商业判断

规则的保护。 
催缴的决定形成后，董事就应当推动以公司的名义，向欠缴的股东去实施具体的催缴措施。2023 年

《公司法》第 51 条第 1 款将书面催缴书设定为法定最低措施标准，只要发出书面催缴书，即可推定董事

会已经正确地履行了催缴义务。书面催缴书为“具体标准”，第 180 条第 2 款勤勉义务一般条款则构成

“一般标准”：当书面催缴明显不足以维护公司利益，且采取诉讼等措施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时，董事

尚需采取进阶操作[8]。是否进一步采取限制表决权、股东失权等措施，落入董事商业裁量的范围。 
3) 过错要件 
董事在客观上存在不履行、怠于履行或不当履行催缴义务等行为后，须判断其在主观上是否存在可

归责基础。过错要件的认定，以董事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催缴义务的认知可能性、注意可能性与履行可能

性为核心依据。仅在董事能够知悉或应当知悉催缴义务的触发事由、且具有采取相应履职行为的现实可

能时，才有讨论其过错的空间。这一立场排斥两种简化归责倾向：以身份当然推定过错，和以损失结果

反推过错。 
过错认定须结合义务类型作差异化判断。书面催缴属法定事务性义务，要求明确、裁量余地有限，

董事未推动发出书面催缴书即足以表明其未达到注意义务，属一般过失标准[9]；至于是否采取诉讼、宽

限期时长、是否启动失权程序，则属裁量性事项，须审查依据的信息基础与程序过程是否合理。综上，

过错要件成立以董事在其职责与信息条件下具备认知与避免义务违反的可能为前提，有此可能而未采取

与其职责相匹配的合理行动者，即纳入“负有责任的董事”的范畴。 

2.3. 不同类型董事的差异化认定 

统一识别框架并不意味着所有董事在审查密度与判断尺度上应作等同处理。董事在任期、职务类型

及身份关联等方面的客观差异，要求在统一框架内实行差异化认定。 
1) 不同任期董事的分段判断 
催缴义务具有连续性的特点，这就意味着核查、决定与实施这三个阶段，完全可能跨越董事会的不

同届次与任期。深圳斯曼特案第二次再审即对不同任期董事催缴的现实可能性进行切割判断：第一届董

事会任内股东仍有出资能力，董事不作为与公司资本损失之间成立因果关系；第二届董事会上任之际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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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已丧失出资能力，催缴缺乏客观基础，该届董事不承担赔偿责任[10]。任期的更替，不当然地阻断前任

董事已经形成的责任基础，也不会当然地让继任董事概括承受前任董事的职责违反状态。 
在对不同任期的董事进行责任认定时，须重点考察任职期间股东出资能力对催缴现实可能性的影响。

可提炼三种样态：董事任期内股东具备出资能力而董事未履行催缴义务的，因果关系成立；董事任期内

股东已不具备出资能力的，因果关系不成立；董事任期跨越股东出资能力发生变化时点的，则仅就股东

仍具备出资能力时段内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2) 不同身份类型董事的区分标准 
“基于不同面向，公司董事可作多种类型的划分，包括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内部董事与外部董

事、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等”[11]。总体分为两类：一类为执行董事和内部董事，一类为非执行董事、

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两类董事虽同属董事会成员，负有维护公司资本充实的义务，但因参与公司治理时

间、程度与法定职责存在结构性差异[12]，认定是否属于“负有责任的董事”时，应适用不同的审查密度。 
执行董事直接参与日常经营，掌握财务状况与出资进度的一手信息，对催缴条件的出现具有更直接

的认知与更及时的介入可能，在职责要件和行为要件上应采相对严格的审查标准。非执行董事不直接参

与日常经营，其认知主要依赖董事会会议信息传递、管理层汇报或内部信息系统的披露。基于信息条件

差异，不宜对其适用与执行董事同等的审查密度，但亦不意味着当然免责，而应重点考察：催缴事项进

入董事会视野或经合理提示后，其是否尽到与其职位相适应的注意与跟进义务；表决中对催缴决议的态

度是否体现了为公司最大利益的善意判断。 
3) 控股股东兼任董事的从严认定 
控股股东兼任董事，因身份叠加带来利益冲突和控制优势。针对利益冲突，董事催缴义务具有独立

于股东出资义务的规范属性，“同为被催缴对象”不能成为主张义务免除的合法事由。控股股东董事在

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对立时，若仍支持催缴决议，本质系对忠实义务的实践；反之，若运用控制地

位阻挠催缴程序的启动或通过，则应承受更重的责任评价。 
针对控制优势，董事在职权分工下，责任基础应有所区别，“在组织法的框架下，身份决定了个人

与组织联系的强弱，也划定了个人责任的范围”[13]。控股股东兼任董事者，通常并非单纯的形式参与者，

更可能同时掌握出资信息、议程设置能力与董事会内外的实质影响力，其对未缴出资的识别、催缴程序

的启动与推进，往往具有高于一般董事的支配力，故其审查密度也应高于一般董事。 

3. 董事催缴责任的性质与形态选择 

在识别“负有责任的董事”的主体范围之后，董事催缴责任的内外部性质为何，应以何种责任形态

配置董事内部责任。责任性质与责任形态二者共同构成了催缴责任从主体识别到责任承担的关键环节。 

3.1. 董事催缴责任的性质界定 

1) 董事催缴责任的外部独立性 
董事催缴责任独立于股东出资责任，该责任属于董事违反信义义务后的违信责任，而非股东补缴责

任的替代或担保[14]。从义务基础上看，担保责任的义务基础是担保合同，而董事催缴义务是董事对公司

所负信义义务的法定延伸，并不是对股东出资义务的契约性担保。担保责任从属于主债务，具有从属性，

主债务消灭则担保责任随之消灭，而董事催缴责任属于因违反勤勉义务而产生的违信责任，在责任构成

上独立于股东出资违约行为，即便股东事后补缴出资，若董事先前的不作为已给公司造成独立损失，该

损失仍应由董事独立承担。若是将董事催缴责任定性为股东出资担保责任，此时担保责任的范围通常等

同于主债务范围，而董事催缴责任的范围应当以公司因董事不作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为限，也就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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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利益的减损，而非直接等同于股东欠缴的全部出资额，斯曼特案第二次再审将董事责任范围由全额

赔偿缩减至公司损失的 10%，也说明了董事责任不是一种在主合同范围内的担保责任。 
催缴义务与出资义务在规范属性上存在根本差异。股东的出资义务产生于公司章程的约定，并经公

司法加以强化，是股东取得股权所须支付的对价；董事的催缴义务则来源于其对公司负担的勤勉义务，

属于组织法层面的信义义务范畴。深圳斯曼特案第二次再审亦体现了“董事未尽催缴义务所承担的责任

应当与其义务相适应，不能等同于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的裁判立场。欠缴出资系股东违反了其与

公司之间的约定，不应当由此牵连到作为第三人的董事，令其承担连带的出资责任。在股东未履行或者

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董事会仅负有监督(催促)股东足额缴资的义务，董事不能也不应完全替代股东承

担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15]。董事从未取得与出资份额相对应的股东权益，如果让其承受着与股东出资

责任同等分量的法律后果，无异于在公司内部制造角色错位，打破公司法长期以来形成的权责配置格局。 
2) 董事催缴责任的内部共同性 
董事在执行职务时，是以“会”的形式采取集体行动。催缴义务是作为机关的董事会所负担的一项

整体义务，从出资信息的核查、催缴事由的认定，到决议的作出以及以公司名义发出书面催缴书，各环

节均依赖董事会内部的共同决议，董事个人无法独立完成。与此相应，催缴义务的违反，通常也以董事

会整体未启动或未有效推进催缴程序为基本形态。董事个人的催缴失职，并非脱离董事会运作机制的孤

立行为，而是集体程序中的组成部分。复数董事被认定负有责任时，责任结构应当为建立在共同职责基

础上的共同责任，在此意义上，董事催缴责任在内部关系上更宜理解为共同责任，而非彼此独立、互不

关联的单独责任。 
内部共同性所揭示的，只是责任发生机制上的组织法基础，并不意味着董事仅因形式上具有董事身

份，便当然发生共同归责，某一董事是否属于“负有责任的董事”，须回到个别化认定框架加以判断。当

数名董事经个别化审查后均被纳入责任主体范围时，在共同责任的结构基础上彼此之间的责任安排，便

涉及董事内部责任形态的选择问题。 

3.2. 董事内部传统责任形态的排除 

1) 按份责任的救济局限 
所谓按份责任，指的是由数个人对同一项侵权行为来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每个责任主体只需要对

自己应当承担的份额负清偿义务，各份责任份额之间互为终局、彼此独立，承担责任后即从责任关系中

脱离[16]。催缴义务在规范构造上属于董事会的集体义务，数名董事被认定负有责任是在同一集体程序中

的共同失职。按份责任把这种违反共同义务造成的损害，切割成了若干个不发生相互填补关系的终局性

份额，实质上是将董事之间基于共同的组织法地位所承担的平行义务，在责任承担环节降格为彼此互不

关涉的个人债务。 
其次，按份责任把不能清偿的风险分配给了公司[17]。董事仅就自己份额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若

有董事无力清偿，对应部分的赔偿份额将由公司独自承受，而其他董事对此不负担填补义务，2023 年《公

司法》第 51 条借董事责任强化资本监督的制度预期便可能因董事群体内部的财力不均衡而落空。按份责

任虽在终局意义上实现了按过错担责的公平，却牺牲了对公司资本维持的充分保护，不宜被确立为复数

董事责任的基本形态。并且，在按份责任下，每个董事承担的最大责任风险是经法院确定的固定份额。

当董事预期其可能承担的赔偿数额仅为其过错比例的对应部分时，其事前采取催缴行动的激励将低于在

对外连带框架下的激励。 
2) 全额连带责任的过罚失度 
连带责任具有最大限度保障公司获得足额赔偿的制度优势，符合最大化威慑理论和公司/债权人保护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7201


周瑜珂 
 

 

DOI: 10.12677/ojls.2026.147201 109 法学 
 

的最优安排。在连带责任模式下，所有潜在的被追索主体都被认为有能力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在预防

因股东未依法依约出资而对公司造成损害方面，董事具有最低的行为成本，是相对妥当的连带责任主体

[18]，并且能够向任一有偿付能力的董事主张全部赔偿，降低了求偿成本、提高了受偿概率，最大程度地

践行了资本充实原则，但这一制度优势不能成为忽视公平性的理由。 
最大化威慑的理论假设成立，须以被威慑者具有完全的风险控制能力、且威慑强度与预防效果呈正

比例线性关系为前提，但在董事催缴场景中，这两个前提均不成立。在连带责任的框架下，不同对风险

控制能力的董事被归入同一责任层次，承担无差别的全额赔偿责任，例如，外部独立董事的信息获取渠

道和决策参与深度远不及执行董事，控股股东委派的董事可能面临来自控制股东的压力而无法独立决策。

将全体董事置于相同的全额连带威慑之下，意味着对没有能力控制风险的人施加了其无法承受的威慑，

违背了责任应与风险控制能力相称的基本法理。此外，理论上，最优威慑模型基于完全理性和连续性假

设，预防水平与预期损失之间的线性对应在现实中并不成立[19]，实证研究表明损害赔偿严厉性对预防效

果并未呈现统计显著的正比例关系，呈明显边际递减[20]，康美药业案判决后出现的独立董事辞职潮即是

明证，当责任强度超出了董事的风险承受能力，威慑的效果不是更多勤勉，而是更多规避，反而恶化了

公司治理质量。 
董事内部的连带责任还容易引发“深口袋”效应和“寒蝉效应”。连带责任“全有或全无”的归责模

式，使债权人倾向于起诉偿付能力强的董事，法律责任的实际分配与过错程度完全脱钩，演变成“资产

越多，责任越重”[18]。公司法上董事赔偿责任包含了赔偿损失和合理惩戒董事的双重功能，应合理协调

二者之间的关系，避免过度赔偿带来的问题，形成合理的董事履职约束机制[21]，避免因责任过重对董事

履职产生阻吓，导致寒蝉效应。 

3.3. 董事内部比例连带责任的引入 

按份责任将风险转嫁给公司，连带责任有违过错责任原则，因此，有必要引入更为精细化的比例连

带责任。该责任形态在证券虚假陈述领域已获充分验证，可引入催缴义务场景。 
1) 法律基础的契合性 
当复数董事经个别化审查被纳入责任范围时，根据过错和原因力大小的不同，复数董事间往往呈现

共同责任下的违反样态实质分化。而这种“共同义务基础上的分别违反”，与侵权法上的半叠加的分别

侵权行为形成了规范构造上的对应。 
半叠加的分别侵权行为，是隐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后文简称《民法典》)第 1171 条叠加

的分别侵权与《民法典》第 1172 条典型的分别侵权 5之间的一种特殊情形，指的是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分

别实施了侵权行为，造成了同一损害，然后按照各个行为人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程度，来承担部分连带责

任的一种侵权形态，以实现数人侵权责任分担的分配正义[22]。在董事催缴场景中，不同董事对损害结果

的产生具有不同的原因力，能够与半叠加的分别侵权行为理论相匹配。半叠加的分别侵权行为要求满足

“两人以上”“违法性”“同一损害”“主观过错”“原因力大小”的五个要件，而董事违反催缴义务恰

恰就是同时会内部数名董事因违反 2023 年《公司法》第 51 条而给公司造成损失，且复数董事间或基于

故意或基于过失，并多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大小不同，符合半叠加的分别侵权行为的全部构成要件。 
比例连带责任在连带责任的框架内引入“比例”维度，使“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董事对公司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董事仅对部分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既保持了数人侵权责任体

系的内部融贯性，又实现了对不同程度过错者的差异化评价。 
 

5《民法典》第 1171 条解决的是“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的分别侵权情形，《民法典》第 1172 条解决的是“每

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部分损害的”的分别侵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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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度功能的优越性 
比例连带责任不仅在法理基础上与现行侵权法体系相融贯，更在制度功能上缓和了按份责任的救济

不足和连带责任的僵硬性，能够适当反映加害人过错的大小以及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性质与

强度，是连带责任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23]。在董事会集体义务的组织法前提下，比例连带责任通过“对

外连带、对内按份”的双层结构，在损害填补与过错惩戒之间达成平衡。外部关系中，各董事对公司全

部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个别董事偿付不能的风险由全体责任人分担而非由公司承受。内部关系中，各董

事依各自过错与原因力确定最终份额，已超额给付者可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实现责任负担的分配正义。

全额连带责任仅有外部保护而无内部公平，按份责任仅关注份额划分而牺牲外部保护，比例连带责任在

两者之间找到了均衡点。 

4. 复数董事的比例因素与豁免情形 

原因力大小不同是比例连带责任的重要因素，有必要明确董事催缴场景中原因力大小的具体影响因

素，以正确分配董事内部责任份额。此外，董事责任的豁免情形纳入考量，确保董事催缴义务的责任边

界。 

4.1. 比例连带责任份额的确定因素 

1) 职务位阶与风险控制能力 
职务位阶直接决定董事对催缴程序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决策影响力，董事责任应与其职权和身份相称。

“法律实际上乃根据风险控制能力去分配责任——只有将责任分配给有足够风险控制能力的人，法律责

任才能起到促进守法的效果”[24]。前述不同董事的差异化认定亦对责任份额产生影响。执行董事直接参

与经营管理，其应当承担最高比例区间；非执行董事承担监督职责，但对公司经营事务的掌握弱于执行

董事，其责任比例应次于执行董事。控股股东董事或兼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对催缴程序具有实质支配

力，其责任比例应居于同类型董事的最高区间。职务位阶的识别亦须实质审查董事在催缴事务中的实际

参与程度与决策权重——名义执行董事若未实际参与经营，份额应下移；名义非执行董事若深度介入财

务监督，份额应上移。 
2) 过错形态与可非难程度 
同一职务位阶之董事，因主观状态不同，对损害结果的原因力评价亦当有所区别。依可非难程度由

重到轻，董事违反催缴义务的过错形态可界分为三个层次：故意，即明知股东出资瑕疵而故意拒绝履行

催缴义务，于比例责任中对应最高或主要份额；重大过失，即未能尽到管理者通常的合理注意，未履行

类似地位者应尽的基本核查义务，或对已显露的出资瑕疵不作为，对应中等份额；一般过失，即在程序

履行或日常监督中存在轻微瑕疵，可责性较低，对应较小份额。例如，不报告催缴事由、不召开会议等

放任损失扩大的不作为，对损害具有主动促成性，在同一过错层级中应取较高比例；宽限期过长、通知

不规范等程序瑕疵，董事已启动催缴但执行存有疏漏，在同一过错层级中应取较低比例。各过错层级之

间的比例差距应当显著；同一层级内部的具体比例，依行为类型微调。 
3) 专业背景与识别能力 
公司往往会选任不同专业背景的董事，在进行董事会集体决策时，若表决事项超出部分董事的专业

知识领域时，这部分董事往往就会跟随熟悉该专业领域的董事进行表决[25]。出资核查正是此种依赖专业

判断的典型场景。具有会计、审计或法律背景的董事在涉及财务判断的事项上拥有风险识别的专业优势。

专业背景越强，注意义务标准越高，未达标时责任比例相应提升；已尽专业注意义务的董事，亦更有能

力以合理信赖为由主张责任减轻。专业董事主张合理信赖专业机构意见时，因其自身具备验证能力，须

负担更重的说明义务，证明已尽专业视角下的独立审查，而非仅消极接受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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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程序性事由的豁免 

1) 异议董事责任免除的理论依据 
2023 年《公司法》第 125 条 6沿袭了 2018 年《公司法》第 112 条关于责任免除的规则，这是关于董

事责任免除的一项重要制度。董事会集体决策中，董事对董事会决议表示异议，且记载于会议记录的，

应当免除该董事的法律责任，使精准问责的理念由此得到了具体的落实。董事会经由多数决形成不催缴

或延迟催缴的不当决议之际，投下反对票的董事已穷尽其制度内所能采取的阻却行动；异议董事的行为

不光不具备过错，反倒展现出了一种积极维护公司利益的勤勉姿态，因而不满足过错责任的主观成立要

件。就制度的激励功能而言，“立法者应褒奖公司治理的‘啄木鸟’，而不应无差别苛责”[26]。异议免

责构成了董事会内部进行自我纠错的一项关键性制度安排，若无此机制，董事将缺乏抵制不当决议的激

励，集体决策的监督效能将降低。 
2) 异议董事责任免除的表现形式 
2023 年《公司法》第 125 条第 2 款规定，异议董事责任免除的成立有以下几个构成要件：第一，董事

会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于其他事由的违反原则上不在适用范围以内；

第二，该董事会决议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失，此处的损失主要是指财产上的损失；第三，经证明，异议董事

在董事会表决时明确表明异议且被记载于会议记录。同时符合上述要件才可能适用异议董事的责任免除。 
异议董事免除的适用范围应原则上局限于明确投出反对票的董事，弃权票表明董事对决议事项不置

可否，不能等同于异议而获得免责。从文义解释上看，“表明异议”说明异议须以“反对票”的方式明示

作出，排斥默示或不表态的弃权票；此外，反对票系客观、确定的行为，便于识别与证实，而弃权票的表

意含混，难以有效区分“含蓄异议”与“漠然置之”。换言之，弃权票原则上不产生异议免责的效果，否

则将模糊董事的勤勉履职义务边界；但董事在弃权的同时附具书面理由、阐明对方案的具体保留意见或

提出替代性建议且未被采纳的，经董事举证证明弃权确系基于对公司利益的实质考量而非消极回避，法

院可综合判断是否准予免责。异议免责机制旨在激励董事主动维护公司权益，而非为消极回避责任预留

通道，因此，董事意义责任免除的表现形式原则上限定于投出反对票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董事，投出弃

权票的董事符合实质判断的可作为非典型情形。 
3) 异议董事责任免除的举证责任 
主张异议免责的董事须就其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且已记录在案的事实负担举证责任。据此，董事应向

人民法院提交记载有异议内容的董事会会议记录或表决票等书面证据。若公司方面未能如实记录董事的异

议表示，董事可另行提交其他证据材料(如会议录音、书面的异议意见或电子通讯记录等)作为佐证，由法院

进行个案判断。一旦董事完成了初步举证，举证责任应转移至原告。原告需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该董事的

“异议”是虚假的、形式化的，或其为规避个人责任投反对票却私下促成决议通过，以推翻其免责主张。 

4.3. 商业判断规则的保护 

1) 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基础 
商业判断规则源于美国法院的判例实践，经由长期司法积累而成为董事勤勉义务审查的核心机制，

并逐步为各国公司法所继受。董事基于充分信息、善意且为公司最大利益作出经营决策时，法院对决策

实质不予审查，董事不因决策失误承担赔偿责任。这项规则背后的正当性是司法谦抑的基本理念，法院

 
6《公司法》第 125 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委托书应当载明

授权范围。 
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失的，参与

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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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以事后视角评判商业决策，否则董事将因畏惧责任而趋于保守，损及公司利益与企业家精神[27]。
2023 年《公司法》第 180 条第 2 款确立的合理注意标准虽未明文规定商业判断规则，但已为司法适用预

留解释空间。催缴义务可以区分成事务性义务与裁量性义务这样两个层面，其中，书面催缴书的发出属

前者，适用一般过失标准；宽限期设定、是否提起诉讼、是否启动失权程序等属后者，是商业判断规则

保护范围，董事在裁量的空间之内作出的合理判断，不会构成对义务的违反。 
2) 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要件 
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须满足四项要件，在催缴场景中需作针对性解释。一是商业决策。消极的不作

为在通常的情况之下，并不构成商业判断，但董事经核查后基于具体商业考量作出的积极决定，如宽限

期长短的设定、是否进一步采取诉讼措施、是否对特定股东采取差异化催缴策略，那么这项决定就应当

受到保护的商业判断[28]。二是非利害关系。这一要件要求董事的决策事项没有任何为私人谋利意图并从

中获益，且决策时不受外在因素影响。董事在催缴决策中不得存在利益冲突，若董事自身即为被催缴股

东，商业判断规则便须退出，转而进入忠实义务的审查框架；若控股股东派驻的董事虽非被催缴股东本

人，却因受控董事身份而处于隐性利益冲突之中，则应审查该董事在催缴决策中的实际独立性，其能证

明独立判断未被背后股东意志所支配，仍可主张商业判断规则的保护；反之，若其行为表现为对控股股

东意志的简单服从，则不能援引商业判断规则免责。三是合理适当注意。董事须已合理获取并审查股东

出资实况、公司资金需求、欠缴股东的偿付能力等必要信息，且做出的催缴决定系合理、谨慎的行事。

法院应根据催缴事项的性质区分审查标准，对于客观可查明的事项，应采严格审查标准，对于涉及对未

来情势作出的商业预判的事项，如股东当前的财务困难是暂时还是永久、诉讼催缴的成本与收益权衡等，

应采相对宽松的审查标准，不应以事后的结果准确性否定董事事前的合理判断[4]。四是善意且为公司最

大利益。董事须主观上确信其决策契合公司利益，而非出于恶意或滥用裁量权。 
3) 商业判断规则的举证责任 
与我国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审查论”路径保持一致，商业判断规则在举证层面不采美国法上的推定

排除审查模式，而是由董事就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要件先行承担举证责任[28]。这一举证安排更符合中国

诉讼现实与证据分布状况，若一开始就推定董事的决策符合商业判断规则，公司或股东往往难以证明董

事不善意、信息不充分等消极事实，不利于责任追究；在公司已完成初步举证之后，由主张适用商业判

断规则的董事证明其决策满足善意、知情、无利益冲突和合理目的等要件，更为合理[29]。董事需要去证

立三项事实：决策前所进行的信息收集与调查活动具有合理性；其善意地认同该决策契合公司最佳利益；

与决策事项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原告方可举证反驳上述证立。这样一种举证上的安排，既给董事的裁

量性商业决策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责任庇护，激励其勇于作出合理判断，同时也给司法审查预留了必要的

时候可以介入的端口，进而调整商业判断规则在个案中的运用。 

5. 结语 

董事催缴义务中“负有责任的董事”的认定标准与责任承担规则的构建，既是精准落实 2023 年《公

司法》第 51 条立法目的的关键环节，也是完善公司资本制度与董事问责体系的重要命题。在当前阶段，

这一制度在责任主体的识别标准上、复数董事的责任形态上、还有豁免情形的适用边界上，都还存在着

解释论的空白，这些空白影响到它在司法实践当中得到统一的适用。所以，责任主体的认定，需要把职

责要件、行为要件和过错要件当作一个递进的框架，逐个地进行个别化的识别，并且按照任期所处的阶

段、职务的类型还有身份的关联，来实行差异化的审查，防止拿形式上的身份去替代实质的判断。与此

同时，还应当明确比例连带责任的应然定位，把职务位阶、过错形态和专业背景这三项因素，作为份额

的确定依据，据以调节每一位董事的最终的责任比例，克服按份责任救济不足的缺陷，以及全额连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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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过罚失度的弊端。此外，要完善异议董事免责和商业判断规则这两项豁免机制的适用条件，以及配套

的举证规则，从程序性异议与裁量性判断这样两个不同的维度，来划定责任的合理边界。关于勤勉义务

的判定标准、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认定、赔偿范围的界定以及全流程的细化规范有待后续研究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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